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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
———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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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定会影响到公众的心理 ,而公众的心理行为反过来又会对事件的发展

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危机发生时期 ,相关政府部门尤其需要了解突发事件中的公众心理 ,并通过

科学地发布风险信息来减轻和化解社会心理压力 ,同时引导公众正确地认知风险。从风险沟通的角

度入手 ,以问题形式报告了心理学界在风险认知及行为决策方面所积累的研究 ,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

够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方案的制定提供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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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y emergency event is bound to affect the public awareness and behavior, which in turn have a great

unp redicted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disastrous ev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emergency, the authorities should

give p riority to learn about public reaction to emergency, m inim ize social stress through releasing risky information

scientifically, and also guide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risk correctly. The p resent article started from the introduc2
tion of the risk communication at a general population level during the tragic events, and then p resented some accu2
mulated p sychological studies on risk percep 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form of p ractical p roblem s, which were ex2
pected to be able to p rovide p sychological theoret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effective, current, and comp rehensive

disaster2response system s.

Key words: emergent public security events; risk communication; fram ing effect; p 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会对国家安全、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身心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有关突发公共安

全事件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警及应激系统上。然而 ,危机不仅来源于事件本身 ,更

来源于公众对事件的接受、解释与反应。公众往往是依靠直觉对风险事件进行知觉和判断 ,这种依靠直觉的

认识和判断被称为风险认知 ( risk percep tion) [ 1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形成 :一是风险

事件本身的特性 ;二是受众背景特征 ,如个体的某些人格特征或者认知偏差的影响 ;三是两者的交互过程所



产生的作用。可以说 ,任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定会影响到公众的心理 ,而公众的心理行为反过来又会对事

件的发展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

已有心理学研究表明 ,风险沟通对风险认知有直接的影响 ,风险沟通方式不当 ,极易导致公众产生认知

上的偏差 [ 2 ]。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 ,风险沟通是帮助公众建立理性的桥梁 ,是实施风险管理的最重要途

径之一。美国国家科学院 (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对风险沟通作过如下定义 :风险沟通是个体、群

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 ,它不仅直

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 ,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 ,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

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 [ 3 ]。因此 ,相关政府部门能否有效地将风险信息传递给公众 ,进而帮助公众建

立理性的风险认知 ,产生恰当的心理行为反应 ,就成为建立预警系统的关键。

本文从风险沟通的角度入手 ,以问题形式报告了心理学界在风险认知及行为决策方面所积累的研究 ,希

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方案的制定提供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进而帮助相关部门

在复杂情况下筛选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

1　不同渠道的风险沟通有无差异 ?

　　Spencer等 [ 4 ]研究发现 ,采用不同的沟通渠道 (如电视或报纸 ) ,将达到不同的沟通效果。Griffin等人 [ 5 ]

的研究指出 ,风险焦虑高的被试更信赖大众媒体、人际间关系 ,尤其信任专业媒体。在 SARS的风险认知与

沟通研究中发现 ,在大众媒介渠道 (电视、广播、网络、报纸 )中 ,个体对不同渠道重要性的评价差异显著 ,其

中对电视的重要程度评价最高 ,其次是报纸和网络 ;而在媒介渠道的可信度评价中 ,大众对电视的信任也高

于对电台、网络的信任 [ 6 ]。由于个体的环境风险知识很少来自直接经验 ,绝大部分靠信息的传播与沟通 ,因

此选择恰当的渠道进行风险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对某种沟通渠道不信任又不得不依赖它时 ,公众就容易

产生心理困惑 ,引发信任危机。以下建议将有助于建立起公众的信任 : (1)创立友好的氛围 :为沟通双方建

立一个人道的、互动的、有益的和容易接近的氛围 ; (2)保持谦恭 :对沟通对象保持周到、谦恭的态度 ; (3)公

开与诚实 :为沟通对象提供直接、完全的答复 ,减少术语的使用 ; (4)承认自己对于一些事情还并不了解 :即

使是专家 ,但也并非无所不知 ,专家有时候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 (5)兑现自己的承诺 ; (6)敢于承认

错误并道歉 ; (7)尊重对方并设身处地考虑问题 :关注公众所关心的焦点问题 ,以及对于风险事件的看法、价

值观等。 (8)强烈的社会和道德责任感 :不仅仅局限于本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还应强调社会和道德意识 ,使

风险沟通在更宏观的利益框架下进行 [ 1 ]。

2　公众能否恰当地理解概率信息 ?

　　Gigerenzer[ 7 ]在 2005年报告 ,当被试被问及“明天某地区下雨的概率是 30%”是什么意思时 ,被试会有

不同的理解 ,如“明天 30%的时间里会下雨”或“明天该地区 30%的范围内会下雨”等等。那么当相关政府

部门用这种数字百分比来发布风险信息时 ,公众能否恰当地接受和理解 ? 相对于这种数字概率表达 ,研究者

们发现用“可能”、“不一定”等文字短语所表达的概率信息在接受者看来虽然不够准确 ,但却在表达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程度外 ,还带有使用者的情感、态度 (积极 /消极 )等信息 ,这些额外信息会对人们的决策产生意

外的影响 ,从而有别于纯粹根据数字概率做出的行为决策 [ 8 - 9 ]。对文字概率实效性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文

字概率和数字概率在决策中区别于彼此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 ,数字概率的优点主要在于 :当相关的频率数

据已知时 ,数字概率比文字概率更精确 ;数字概率表征有助于进行以权重思想为基础的决策分析 ;数字概率

表征能进一步进行贝叶斯推断。而文字概率的优点在于 :人们更习惯于使用文字概率 ;文字概率表征有助于

人们在更为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情景中进行灵活思考 ;基于文字概率表征的决策所需的认知资源更少 [ 10 ]。

2006年底 ,李纾、许洁虹、叶先宝调查了国内 370个大学生和中层管理者的概率沟通偏好 ,结果发现 ,在

“一般情境”下 ,有 76. 8%的被试希望接收数字概率信息 ,但是 ,有 81. 1%的被试喜欢用文字概率来传递信

息。在“天气预报情境”下 ,也得到相似的实验结果 :大多数人喜欢接收数字概率形式信息 (如 ,“本市明天下

雨的概率是 60%”) ,同时却更倾向于用文字概率形式 (如 ,“本市明天下雨的可能性较大 )来传递信息。对

比 W allsten等人 [ 11 ]的报告———在“一般情境”中 69%的被试希望接收数字概率信息 ,但是 ,当传递信息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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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5%的被试反而喜欢使用文字概率信息 ,我们看到中国人的这种“沟通偏好悖论”( comunication p refer2
ence paradox)更明显也更普遍。

3　如何表述风险事件的可能结果 ?

　　当灾难事件发生时 ,政府部门该如何向公众发布事件结果 ? 比如发生洪灾时 ,应该说“决堤了”还是说

“堤坝被堵上了”呢 ? Tversky和 Kahneman[ 12 ]借助“亚洲疾病问题”向人们展示了决策者的风险偏爱依赖于

选项的描述方式。在亚洲疾病问题中 ,要求决策者在生还 (正面框架 )或者死亡 (负面框架 )的情景下 ,对一

个确定选项和一个概率 (风险 )选项进行选择 :

假设某个亚洲城市即将爆发一种罕见的疾病 ,预计这场疾病将夺取 600人的生命。现有两种可供选择

的抗击疾病的计划 ,对这两个计划确切的科学预测如下 :

正面框架 :

采纳 A计划 , 200人将生还。

采纳 B计划 ,有 1 /3的机会 600人将生还 ,而有 2 /3的机会无人生还。

负面框架 :

采纳 C计划 , 400人将死亡。

采纳 D计划 ,有 1 /3的机会无人死亡 , 2 /3的机会 600人将死亡。

分析四个选项不难看出 , A计划等同于 C计划 ,而 B计划等同于 D计划。理论上 ,不变性 ( invariance)原

则是规范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条件 [ 13 ]。也就是说 ,对同一抉择问题进行相等的阐述应该引出相同的偏爱顺

序。然而 ,研究结果显示 ,在正面框架下 72%的被试选择 A计划 ,负面框架下 78%的被试选择 D计划。这

说明 ,从正面或积极方面向人们描述风险事件时 ,人们倾向于规避风险 ;而从负面或消极方面向人们描述风

险事件时 ,人们则倾向于寻求风险。由此可见 ,不同的表达经常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心理反应 ,比如当决策问

题的措词发生简单且不引人注意的变化时人们对问题的偏好可能会产生反转现象。期望效用理论 [ 14 ]和“齐

当别”理论 [ 15 - 16 ]都可以解释这种所谓的框架效应的产生 ,但是 ,框架效应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提醒决策者 ,

从正面和负面来发布事件的可能结果将会导致人们在各种决策方案中做出不同的决策。

4　如何分配救灾资源 ?

　　任何评价和判断都是在单独判断或比较判断的环境下做出的。单独判断是只单独评价一个事件 ,而比

较判断 ,是在评价一件事物时可以有其他事物做比较或参照 ,以便分析各自的利弊 ;。如果人足够理性 ,无论

是单独判断还是比较判断 ,我们对同一事物的评价都应是一致的。但奚恺元用实验证明 ,判断的环境会影响

人们的决策 [ 17 ]。例如 :

太平洋上有一个岛 A遭受台风侵袭 ,联合国需要决定到底给这个小岛支援多少钱。假设这个小岛上有

1000户居民 , 6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你是联合国的官员 ,你会支援多少钱呢 ?

假如另外还有一个受到台风侵袭的岛 B上面有 18000户居民 ,其中有 5%居民的房子被摧毁 ,你又认为

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 ?

当对问题进行比较判断时 ,多数人认为岛 B应比岛 A得到更多的援助 ;而在单独判断时 ,多数人却认为

岛 A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援款项。这说明在单独判断时 ,人们会更多的关注那些容易评价的线索 (比如 ,百分

比 ) ;而在比较判断时 ,那些相对难以评价的线索 (比如 ,受损房屋数 )也变得容易评价了。至于什么样的特

征容易评价 ,什么样的特征难以评价则取决于人们对于这个特征的了解程度。

5　如何选择救灾方案 ?

　　决策 (反应 )方式与救灾方案的选择存在密切关系。Tversky, Sattath和 Slovic
[ 18 ]研究发现 ,在预防交通

事故问题中 ,方案的偏爱选择会受到决策方式的影响。李纾 [ 19 ]采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样本对原问题

进行了重复验证 ,所呈现的研究情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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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 (福建省 /新加坡 ) 每年约有 600个人死于交通事故。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各种方案以减少死亡

人数。考虑以下二个方案 ,每个方案所需要的费用和方案实施后预期死亡人数如下所示

预期死亡人数 每年费用

方案 A 500 5500万美元

方案 B 570 1200万美元

　　如果直接问被试喜欢哪个方案 ,大多数人选择方案 A,即决策者更关注减少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而在

呈现下列信息的情况下 ,问被试花费 5500万美元 ,预期死亡人数应该降至多少人 ?

预期死亡人数 每年费用

方案 A (人数 ?) 5500万美元

方案 B 570 1200万美元

　　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少于 500人 ,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满意方案 A,即决策者相对更关注相关的费用。因

此 ,对各方案的偏爱选择似乎受到决策方式的影响。

根据兼容性的原则 , Shafir
[ 20 ]认为 ,与输入 (刺激 )相兼容的产出 (反应 )会得以增强。如果反应是“选

择”的话 ,一个选项的正面维度 (优点 )会被夸大 ;如果反应是“拒绝”的话 ,一个选项的负面维度 (缺点 )会被

夸大。因此 ,“选择”的反面不一定是“拒绝”。即 , 100%的“肯定”不等于 0%的“否定”。李纾和房永青 [ 21 ]

在一个风险投资的实验中也发现人们对投资者的判断违背了上述“互补”原则。因此 ,当需要选择救灾方案

时 ,人们的偏好可能不是由方案本身的优劣所决定的 ,而是由决策方式“诱导”的。

6　“心理台风眼”说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地点 ,公众越恐慌吗 ?

　　距离台风中心直径大约为 10 km的圆面积通常称为“台风眼”。由于台风眼外围的空气旋转剧烈 ,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 ,外面的空气不易进入到台风的中心区内 ,因此台风眼区就像由云墙包围的孤立的管子 ,它里

面的空气几乎是不旋转的 ,风很微弱。这里 ,我们假“台风风眼”现象来说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真实恐慌程

度究竟有多高。

Guedeney和 Mendel[ 22 ]据他们对法国一核电站的态度调查报告显示 ,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的忧虑

水平反而低于其它地区居民的忧虑水平。时勘等 [ 23 ]报告 ,北京市民在 SARS高峰期的心理紧张度 (见图

1) [ 23 ]
,这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心理“风眼”图 :在时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

上 ,越接近高风险地点 ,心理越平静。我们称之为“心理台风眼”(p 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图 1　社会心理预警指标比较图

Fig. 1　Social2p sychological warning indices

注 :第一轮数据采自五月上旬 /SARS高峰期 ;第二轮数据采自六月上旬。 (时勘、陈雪峰、胡卫鹏等的《北京市民对 SARS疫情的风险认

知特征的追踪研究》, 200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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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nger
[ 24 ]认知失调 ( 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这些“反常”现象。居住在核电站附近

的居民和 SARS高峰期的市民体验到认知失调 :认知元素 1 (居住在核电站附近 /处在 SARS高峰期 )与认知

元素 2 (核电站不安全 /SARS可怕 )发生冲突。认知元素 1是不可能改变的 ,于是改变认知元素 2 (核电站不

安全 /SARS可怕 )为“核电站安全 /SARS不值得担心”。而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居民和处于 SARS高峰期过后

的市民则没有体验到认知失调 ,故无须改变态度。

认识“心理台风眼”现象 ,有助于政府因时因地制定应急策略。比如在危机发生区域应着重于危机解决

方案 ,而在危机发生地之外 ,消除公众的紧张情绪显得更为重要。同样 ,在危机过后政府部门不但不应立即

停止各种有助于消除公众负面情绪的举措 ,反而应该予以加强。

7　由谁负责向公众报告风险事件 ?

　　L ichtenstein等人 [ 25 ]通过实验发现 ,当被试说自己对答案的正确性有 70%的信心时 ,答案的实际正确率

却低于 60% ;当他们表示有 90%的信心时 ,其正确率大概只有 75%。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分自信”。跨文化

系列研究表明 :面对常识和概率判断问题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 (如中国人 )比个人主义文化成员 (如美国人 )

更加过分自信 [ 26 ]。Forbes
[ 27 ]指出 ,不同群体 (如企业家和管理者 )进行推论时的自信程度不同 :年龄、公司决

策的全面性和外部的资产净值资金会影响企业家过分自信的程度 ;另外 ,作为企业奠基人的管理者比没有创

业经历的管理者更加容易过分自信。在有潜在危险的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沟通时 ,信息发布者通常比信息接

收者处于更优势的地位。已有研究表明信息发布者不但无法正确判断接收者对风险的关注程度 ,而且无法

正确认识哪些方面的风险对接收者更重要 [ 28 ]。这些研究意味着 ,不同级别的人向公众报告风险事件时的过

分自信程度不同 ,公众对报告人的信任程度也可能随之改变。还有研究表明 ,专业知识和可靠性是公众对信

息来源信任的两个重要原因 [ 29 ]。因此 ,在选择向公众报告风险事件的机构或人员时 ,应充分考虑这两个方

面因素。

8　结束语

　　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最大程度地预防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及减少其造成的损害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相关部门有责任了解危机中公

众的心理反应。调查显示在突发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 ,大部分受灾者会经受高度的压力 ,从而进入应激状

态 ,并表现出在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应激性心理反应 [ 30 ]。此时的公众心理无疑是最脆弱、最易受影响和

最不确定的环节之一。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公共危机中的公众心理 ,帮助公众建立理性的风险认知 ,才能使

国家的各项应急方案发挥最大的作用 ,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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